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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或论文都是精心思考的产物，

但是，从学科发展历史的角度看，它

们还没有经过加工，还处于某种“自

然状态”，还需要加以思考。不过，初

看起来，争论有这样几个特点。

这一代学人的特点：他们大都

出生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末到三

十年代初，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

长起来的学人，其中，有的一帆风

顺，有的坎坷不平，甚至留下了“抹

不掉的心灵创伤”。其次，先后积极

参与争论的学人多数都是没有国外

留学背景的，而那些曾经留学国外

的，则似乎并不那么热衷于这些争

论。他们或者撰写自己感兴趣的题

目，或者介绍国外法学理论的内容

和背景。也就是说，在积极参加争论

的学人中间，多数人外语不行，对于

汉译名著之外的其他语种的当代学

术论著都不知道。这十分可惜！再

次，积极参加争论的法学人知识背

景不一。有的具有自然科学知识背

景，有的具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背

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引导民众缓解

挫折感，督促政府改进制度建设和

再分配机制，而不是点燃民众的愤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

代后期，在理论法学领域内，活跃着

一批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的知识

储备、理论追求和活动，在将近二十

年的时间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当代法理学的追

求和局限。如今，在这批学人中间，

有的改行，有的逝世，而多数则接近

或超过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

龄。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

不能不说，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

时代已经结束了。

那一代法学人的理论活动与他

们积极参与的学术或半学术的争论

是分不开的。当时，动辄数十位法学

人就可以展开认真而专注的争论。

甚至可以说，学术争论构成将近二

十年里法理学自然的“生存形式”

（郭道晖、李步云、郝铁川主编《中

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

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以下凡引用此

书，只列举页码）。虽然对于每一位

积极参加争论的学人而言，他们的

怒之火。民粹主义可以图得一时的

痛快，但对国家和民族都是一剂慢

性毒药。

那一代法学人
吴 玉 章

短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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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有的具有新闻学背景等等。不

过，他们当中的多数还是法学背景。

也许，在那个时代，法学是一个比较

容易进入的领域吧。

讨论问题的特点：在争论中，如

下命题都得到过比较深入而广泛地

讨论。例如，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

性、法律的继承性、人治与法治的优

劣、人权问题、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法律体系问题、权利本位问题和民

主与法制问题等。就上述争论而言，

虽然争论的题目很多，但是争论的

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还是反

对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概念。

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法学

理论工作者也开始了自己的思想解

放过程。学人们怀疑过去苏联传来

的一系列不容怀疑的马克思主义关

于法律的论述，并根据自己对于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言论的认识而主

张重新理解。

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就方法

而言，争论的双方或多方都以马克

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争论中克敌

制胜的法宝。例如，甲引用马克思的

《共产党宣言》的言论为根据而主张

坚持法律的阶级性，乙就引用马克

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言论而主

张法律的社会性，丙就引用马克思

的《论犹太人问题》而主张自己的意

见。而这种方法在当时是学人立论

的普遍做法。例如，在哲学界也有类

似的情况。胡乔木同志就说过，“如

朱光潜认为马克思有时是把意识形

态与上层建筑分开来讲的，哲学研

究所的汝信引经据典加以反驳。双

方都可以从原著中找到根据”（222

页）。从争论方法的一致，我们能够

体会上一代的法学人生活于其中的

知识环境。那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几乎是惟一的

阅读资料，而认真阅读这些著作，在

其中寻找有利于自己主张的论点论

据也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当然，这

并不是说，上一代学人就没有阅读

西方启蒙时代思想家著作的。但是，

对调查统计资料的重视，对当代西

方法学著作的引证，那是从后一代

学人才开始的。其次，就争论的策略

而言，双方分别以争论的政治性和

学术性为自己的主要策略。如果一

方强调学术争论的政治性，另一方

就坚持说争论属于学术争论，学术

争论应该注意“文风问题”，应该把

学术问题“放在百家争鸣的范围内

去解决，不要轻下政治结论，乱扣政

治帽子”（357页）。复次，争论中所

使用的术语都是“大概念”。例如，有

人认为，法律具有两种规范，一种是

阶级性的压迫规范，另一种是社会

性的生活规范。对于这些“大概念”

的讨论一直就流于表面，很难深入



112

下去。最后，就争论的态度而言，争

论的双方都难免“意气用事”。你批

评我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就

称你为“五个主义”的俘虏等等。在

争论中，除了法律这个术语之外，多

次出现的是下列词汇：扣帽子和打

棍子、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自由

化、学术与政治、左与右等。在这个

大致的词汇“体系”中，马克思主义

具有权威性，是各种词汇“合法性”

的最终标准，而“资产阶级自由化”

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

人。

争论的代价。它对某些学者而

言是比较“昂贵的”。虽然生活在改

革开放的年代，但也有一些学者付

出了自己的代价。例如，有的学者在

参加争论后，因为担心被批判而“血

压高”，有的则不能顺利晋升教授职

称，有的被自己的工作单位视为“不

务正业”，还有的学人尽管可以因为

自己“德高望重”而免受什么有形的

伤害，但是，他也曾经因为陷入一片

“闲言碎语”之中而高度紧张。

前面我曾经说，学术争论几乎

是我国当代法理学在某一个时期的

“自然”生存形式。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因为，这些争论与当时法理学的

恢复密切相关。第一，当时法学人似

乎愿意争论，相信所谓的真理越辩

越明。作为曾经深受“文化大革命”

影响的一代学人，他们也许是不由

自主地接受了辩论和争论作为学术

研究形式的“合法性”。第二，当时

的法学人似乎火气大，甚至有几分

“好斗”。他们似乎“压”之越久，声

调越高，他们敢说，爱说，动不动就

争论起来，喜欢争出一个水落石出

的局面。第三，文章形式的局限。先

说点远的。记得当年袁项城折腾洪

宪闹剧时，梁启超先生大作《异哉，

所谓国体问题者》为其敲响丧钟。然

今日细读该文，不免有“别别扭扭，

佶屈聱牙”（唐德刚先生语）之感。可

是，当年在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之

中，此文确乎时髦文体，且风靡全

国。我们也会记得，“文化大革命”时

期，以及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

里，批判文章几乎是当时惟一有效

的文体。人们应该记得什么以“梁效

写作组”命名的文章。这类文体有特

点，它观点鲜明、语言犀利、词藻华

丽，朗朗上口，间或伴随冷嘲热讽和

浪漫情怀，据说有很强的“杀伤力”。

这类文章不要求深刻，也不要求平

等待人，因为被批判的对手早就不

能讲理了。它只是强调居高临下，一

厢情愿地说明对手的愚蠢，并迅速

宣布辩论胜利。

这些争论现在已经过去了，但

是，它们对于法理学学科的恢复和

建设具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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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的环境。可以说，马克思主义

的经典著作是当时法学人思想和知

识的惟一资源。尽管在他们的论著

中也有西方法律的介绍和分析，但

由于所依赖的大都是一些过时的材

料，因而几乎没有什么分量。此外，

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从

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是他们要求破除

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初动

力。至于其他国家法学人是如何建

立他们的法学理论的，我们不知

道。我国法学人开始学科建设的环

境看来大致如此。而这一环境促使

我国当代法理学的恢复最初来自于

脱离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法学，使马

克思主义法学摆脱严厉冷酷的面

貌，改为比较的人性化。我们发现，

一门学科的恢复也许并不开始于彻

底的改弦更张，因为条件还不具

备，而是来自于最初的拉开距离，

来自于一种理论上的“退出”（参见

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顾良

译，商务印书馆）。

第二，上述这些争论赋予恢复

中的法理学以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

特点。当时许多学人关注的只是一

些“大”的理论问题，是一些大概

念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得出一些模

棱两可的、缺乏针对性的结论。如

民主是法制的前提，而法制又是民

主的保障之类。由于教条主义的影

响，争论既缺乏对于法理学研究中

技术性问题的重视，又没有对于我

国法律实践具体问题的积极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一代法学人在

技术问题和法律实践问题上的努

力，就是对这一缺陷的弥补。还有，

即使关注法学理论，那一代学人也

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法学体系，

有的只是一些法学概念的“组装”

和“编纂”，是不同时期权威法律观

点的集合。其次，由于争论主要依

赖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体言

论的理解，因此，引经据典，抄释

这些经典著作的汉译原文就成为议

论的内容。然而，尽管争论中的各

方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言论

为立说的权威依据，但是，他们对

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的研究

似乎都不深入。与当代西方形形色

色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这些研究

甚至有些“肤浅”。当然，这是事后

看来的“肤浅”，是不应该受到苛求

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学的兄弟

学科很快根据现实的法律实践而抛

弃了旧理论模式并开始学科建设

时，法理学人还在彼此竞赛以认定

谁的观点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因而，它被其他法学学科架空

或虚置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第三，学科的恢复是否充分反

映了法律在社会中的真实作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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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要求，

固然是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了，但

是，它是否就是真实世界中法律图

像的反映呢？这还需要认真思考。

因为，理论争论，其中也包括法学理

论的争论，仅仅凭借理论是不能解

决的，而解决争论的关键在于是否

符合真实世界的法律图像。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整理或

思考上述这些法学争论的意义有些

类似于知识的考古活动，其目的是

揭示这些争论在当时和在今天的意

义，并且在今天的法学知识环境中

浪漫主义，也有点英雄主义。虽然我

们一无所有，物质上相对贫乏，却又

好像拥有一切，精神上万分充足。是

八十年代人性觉醒与思想解放的文

化狂飙运动的产物。

但到了九十年代，经历了理想

的破灭与激情的骤然降温，经历了

商业化的彻底洗礼与改头换面。尤

其是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我

们年纪不过增加十岁，体重却增加

了几十公斤，个个都有点肚皮了，举

手投足间有了点成功人士踌躇满志

的架势，甚至忽然中产，有房有车甚

赋予其适当的地位。当然，标题说那

一代法学人可能是夸大了，因为他

们主要是法理学人，但是，他们毕竟

有代表性。是的，回顾法理学学科的

恢复，应该记住当时积极参与争论

的学人，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付出了代价才实现了党和政府的开

放政策，维护了“百家争鸣”的学术

环境。

（除了文中所引的参考书，本文还参

考了，李步云：《法理探索》，湖南人民出版

社，二○○三年版；郭道晖：《法的时代挑

战》，湖南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的经

历其实就可以概括为“从莽汉到撒

娇”。

八十年代，我们虽然是大大咧

咧，懵懂无知，按“莽汉主义”的定

义，“‘抛弃了风雅，正逐渐变成一头

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

猪’”，我们虽然粗野鲁莽，但总体都

不失为一条充满豪情的莽汉，莽汉

诗人万夏在一篇序言中如此说：“少

年时代，我看见周围的许多人和事

皆失公正，遂立志改变。”确实，我

们那一代人都有点理想主义，有点

从莽汉到撒娇
李 少 君

短长书


